
 

访 谈 

基于中国经验的学术创造

—苏力教授访谈

● 苏 力         ○ 于 明

● 苏力，祖籍江苏，1955 年出生于安徽合肥。少年从

军，当过工人，1978 年恢复高考后进入北京大学，获学士学

位；1985 年读研期间赴美留学，先后获硕士、博士学位。

1992 年起任教于北京大学法学院。现任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

授，北京大学法学院天元讲席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

授。主要从事法理学、法律社会学、司法制度研究。著有

 《法治及其本土资源》《送法下乡−中国基层司法制度研

究》《法律与文学−以中国传统戏剧为材料》《大国宪

制−历史中国的制度构成》《是非与曲直−个案中的

法理》等专著。

○ 于明，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教授。

○ 苏力老师，您好，熟悉您的读者都知道，您年轻

时参过军，后来考上大学，走上学术道路，是什么原因

让您走上学术道路，有没有哪些学者或哪些著作，对您

有什么特别的影响？.

● 说实话，我没选择法学，更多是种种机缘让我进

了法学这行当。如果能从头来，我相信我会选择理工

科，而不是文科。我觉得自己骨子里是工科男，比如我

更重视逻辑和抽象思辨，关心因果变量的分析，包括对

于那些通常被认为是非常感性的问题。就像福柯说的，

对于那些通常被人们认为是没有历史或没有理由的问

题，我也会努力分析，追求历史的和结构功能的分析。

记得有一次我讲废除死刑的问题，我说废除死刑这种情

感来自怜悯，而怜悯不是说心地善良，而来自你的处境

绝对安全，只有居高临下才会产生怜悯。你会怜悯一只

小兔子，但你不会怜悯一头张开血盆大口的雄狮。像这

样一类东西，一般人不会这么去想，但我会把这类事情

放到社会位置上来考虑。

记得最早让我惊叹的是毛主席的一篇文章−《中

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长期存在？》。当时我刚入伍，

15 岁，读到这句话：“一国之内，在四围白色政权的包

围中，有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长期地存

在，这是世界各国从来没有的事。这种奇事的发生，有

其独特的原因。”在 1928 年，毛主席是从当时农耕中国

的地理条件来讨论红色政权问题，而不是从主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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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正义、理想等意识形态因素来讨论当时的红色政权

问题，这种全然社会科学的研究进路，太给我启发了。

毛主席指出中国大国的这些地理特点，90 多年后，仍然

在一定程度上规定着当代中国的问题，比如东中西部的

发展和贫富差别问题。而且这是我们的经验能直接感受

并确认的。无论你对这些问题什么态度，什么主张，但

理解现实是应对处理问题的第一步。当然，许多人喜欢

主席更早的一篇文章−《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喜欢他一开篇的设问：“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

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尽管我也觉得

好，但就是无法替代“红色政权”的那个提问给我的

冲击。

因此，我今天觉得，这很可能就是一种天性，使我

从世界的林林总总中更关注此类问题，也喜欢如此切入

问题。我也喜欢费孝通的书，尤其是《乡土中国》，我

喜欢美国的波斯纳，其实都可能与我的这一点有关。也

许这就是命！我在研究法律问题时会关心经济生产方

式、农村的社会环境或者包括自然地理条件；包括《大

国宪制》里讲的北方游牧民族的问题、黄河流域的治理

问题，等等，都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才能理解。

我在北大上学时，在法律系读书，起初并不喜欢法

学，甚至不知道该喜欢什么，就是瞎看书，什么书都

看。直到去美国留学，看了霍姆斯，才觉得法学原来可

以这么做；再后来读到了波斯纳的书，才发现自己一直

以来读的那些非法学的书，其实都与法律有关，可以用

来研究法律，大大有助于研究法学。我庆幸，我能自主

地把个人爱好同社会强加于我的职业结合在一起，没有

过分被职业所累。这一点我感谢波斯纳。

○ 您最早的著作是《法治及其本土资源》，这本书

出版后就在学界引起了极大的关注，到现在已经出版二

十多年，至今仍在重印，并且是很多学生的法学入门

书。是什么样的原因促使您关注这个学术问题？现在回

头看，会有什么不同？

● 要解决中国的问题，首先要关心中国有什么问

题。比如我们不能抽象地讲中国缺少法治，法治不发

达，缺少法治意识，或者是农民没有拿起法治的武器。

你一定要去具体地关心它，在这个过程当中，才可能使

法治慢慢发展起来，积累起来。另外，还有一个资源的

问题，如果你在农村，你可能有什么资源，或者是说在

农村，这是不是就一定不公正？可能它有本土解决问题

的方式。但本土资源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大致是指，

关心中国问题，关心老百姓的情感、偏好和话语，要理

解他们，有时甚至要理解他们的各种错误，要关心本土

解决问题的方式。我们今天用正式法律来解决问题，民

间可能会以其他的方式来解决。比如民事调解或者商事

仲裁，刑事案件当中也有刑事和解，其实都在丰富解决

问题的方式。但是在 90 年代的时候，大家觉得应该拿起

法律武器走向法庭，为权利而斗争，弄得非常慷慨激

昂。我在做这些问题的时候，力图把它转换成中国老百

姓或者普通人更能接受的道理，总讲外国学者的用的语

言，当一个肉喇叭，跟现实有点遥远，也很掉价。

我也没主动关注法治的本土资源，那只源自我一篇

文章的题目而已。但一些读者看了我的书之后，发现，

原来我们身边有这样一些有意思的问题，可以用我们日

常的话语来津津有味地讨论。比较典型就是《秋菊打官

司》这个电影，可以从不同角度去分析，引起了法学界

广泛讨论。我只是关心当时中国法治的一些具体问题罢

了，从容分析展开在中国社会语境中这些问题背后的道

理。不少法律读者看到，原来法律理论不必是或一再重

复外国人说的话，更重要的是要分析在中国社会生活中

这样或那样实践背后的道理，利弊得失，谁的利，谁的

弊，谁的得失，为什么如此，等等。这也让一些读者，

主要是学生，了解到法学理论可以研究很多具体的问

题，而不是只能研究法律的概念、法治与法制、法律的

特点、法律的功能或其他等等。我也没什么大想法，只

是觉得这样做才对，也有意思，同样有理论和思辨。而

因为有意思，也才喜欢，能对得起自己。其实，此后也

一直如此，诚实对待自己，认真对待中国社会发展和法

律实践，认真对待历史中国的经验，努力体察其中的是

非曲直。

○ 现在回头看，这本书的方法论意义会不会更大？

比如书里说的抗辩制问题、秋菊的问题，农村发生巨大

的变化，对 90 后以及 00 后来说，去阅读的时候，可能

会有时空错位，有些问题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了，但这

种方法对他们还是具有启示意义。

● 其实我在新作《是非与曲直：个案中的法理》一

书中使用的是这种方法，始终保持在微观层面，对细节

高度敏感，去分析这些具体问题。在处理细节时，始终

注意看到里面的理论问题，或案件本身提出的具有一般

意义的理论问题。像我写关于药家鑫的文章，药家鑫是

独生子，所有人都不会认为独生子是一个问题，但我讲

这背后涉及一个刑法原则，罪责自负的问题。这一原则

在我们国家的其他法律当中也有，比如说怀孕的妇女通

常不收监，哺乳的妇女不死刑等。但没人关心这背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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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是什么？让人觉得好像这是个仁慈或慈善的问题。

其实这其中关注的是，不让无辜者去承受刑法的伤害。

我把这些看起来不相关的问题提炼出来，即便人们不同

意我的具体观点，但起码了解许多问题的复杂性。我希

望中国法律人能够关心具体问题。大小由之，这是法理

学研究应当有的追求。

○ 您如何看待当下中国的法理学研究的状况？

● 有重大进步，但还可以再进一步，甚或大步前

进。一大批中青年学者成长起来了，不再是局限于法治

宣传，正不断开拓新的领域，关心中国问题，也多了些

理论自信。但是我觉得也有缺点，如很多人没有办法从

法理学去关心部门法的具体问题，要么按民法的方式来

关心，要么按刑事案件来关心，或者是大数据的问题，

好像没办法把法理的知识带进来，提出法理的关注，这

是个很大的问题。如果不改变这种状况，在法学中，法

理学就不可能有自己的竞争力。由于训练和阅读更广

泛，法理学其实有可能比部门法学者更容易看到一些问

题，并因此有所贡献。

比如说，前年有一个养母打孩子最后被判入狱的问

题。但就是没人讨论，因为不打孩子已经是一种政治正

确了，而且以讹传讹，说西方国家从来不打孩子。其实

西方是允许打的，只不过用词是有区分的，discipline 在

中国通常被翻译成规训，其实就是管教，有别于 abuse。

但学者不知道，或是不敢讲，不会讲，或是讲不出道

理，法官自然也不敢讲，不会讲。我从案件事实出发，

然后概括了中国社会家长打孩子的各种不成文但公认的

规矩，其实中国人基本都知道的规矩，包括为什么事

打，打男孩女孩，谁来打，谁不能打，以及打什么部位

等等。我写了篇文章把这些规矩都列出来，讲了背后的

道理。我希望，今后遇到类似案件或争议，我们可以看

看用这个规矩，就大致明白了，到底是虐待还是伤害，

或是一般的教育。这就是法理学最可能做的事，把“百

姓日用而不知”变成知识，变成规范，这是部门法学者

反而做不到的。我认为，中国的法理学者应当研究部门

法，部门法学者也应当有更多法理的思辨。

○ 您的研究始终是关注中国问题，包括中国的现实

与历史。但其实熟悉您的读者会发现，您的理论背景、

学术训练、研究方式甚至表达都深受西方的影响，甚至

您也是法学界翻译著作最多的学者之一。您是如何看待

这种反差的，以及如何看待法学翻译？

● 我是有中国关注，但也就是因为我是中国人，我

对中国最了解，相关的经验最丰富，便于我去研究。这

就是扬长避短。如果没有我的这种经验，就写不出基于

我的经验才能写出的文章。我写过复转军人进法院的问

题，就是因为我当过军人，我知道部队对人的训练，不

光是纪律的训练，而且你对人际关系的看法会改变。因

为部队上的官兵，都来自多个省，因此这会改变中国社

会浓重的同乡观念。士兵间的竞争都是实打实的，射

击，投弹、越野长跑，这其实就是精英选拔制，而不看

重同乡同学关系。理解了这些，才能够理解中国古代为

什么异地为官；理解了，现在只能主要官员异地任职，

但大量副职只能在当地任职，就容易腐败。像这些问

题，不是看外国书可以了解的，你生活在这里，你更了

解，剩下的就是要把背后的道理讲清楚。

我翻译的著作大致跟我的偏好、知识类型有关。此

外我还关注作者的写作风格、论述风格。因此我比较喜

欢福柯、波斯纳等等。翻译的一个好处就是便于学会国

外学者的分析方法，来研究国内问题，也可以把其他学

科的知识带到法学来。或者把法学的视野扩展到其他相

关的学科。波斯纳的写作风格特别灵动，让我特别有收

获。他的阅读量非常广泛，而且他能非常凝练地把一些

观点提炼出来。他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分析问题

时会把一个问题中各层面的问题都一一梳理出来。翻译

这种书，也是学术的训练。

○ 上世纪 90 年代，您是最早将社会学、经济学等

社会科学方法引入法学研究的学者之一，并在很大程度

上改变了中国法学研究的格局，形成了近年来备受关注

的社科法学，您如何看待当下中国的社科法学的发展？

● 我只是读书比较杂，学术兴趣比较广泛而已，我

愿意接受那些我觉得有道理的解说，不愿受所谓的学科

限制。当我研究时，我也没想过什么引进，我只是觉得

就该这样研究，只有这样解说才能说得通；这样研究才

能发现问题，才能给出有说服力的回答，才能接地气。

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我甚至不管那是社会学还是经济

学、政治学、人类学、心理学或其他学科的。我觉得真

正的研究者，尤其是法学，就应当是问题和知识导向

的，而不是所谓的学科导向。需要什么就补什么，需要

什么就研究什么。而且不仅是社会科学，其实其他人文

学科，只要有解说力，也很重要。例如后期维特根斯坦

的分析哲学，伽达默尔的哲学阐释学，对理解法律解释

就很有用，说实话比哈特或拉兹的分析法学犀利多了，

也有用多了。我用了，甚至没必要一处处都标出来，标

注某某某。那不是做学问，那是假装做学问。

社科法学在发展，拓展了法学研究范围，关注了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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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中国问题，更接地气了。但我觉得还需要更多关心具

体的法律问题，包括传统的部门法问题，以及许多新兴

的法律问题。那会对法学贡献更多更大。就此而言，社

科法学不应当只是理论法学研究者的关注，或作为理论

法学的替代，那样社科法学仍然可能局促于理论，与法

律实践、法律实务关系不大。如果无法与法律实践建立

更切实紧密的关系，社科法学就会飘在空中。因此，我

个人认为，对一位理论法学研究者来说，最好将自己的

理论兴趣同某个部门法或同法律史联系起来，收获会更

大。另一方面，部门法学者若能更多关注相关的社会科

学研究，借助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和方法，不仅会有助

于部门法的研究，也会对社科法学的发展有更大贡献，

因为部门法研究往往有非常具体实在的法律问题。

目前，由于社会的发展，出现了一些全新的法律领

域，社科法学者应当进入这些新领地，如大数据、人工

智能，以及这个时代的隐私和诚信等问题。这些法律领

域既不属于传统部门法，也没法从传统部门法中推演出

来，而只能在当代社会、制度和科技条件下创造出来。

社会发展创造了新的社会生产生活领域，有好多全新的

问题、麻烦和冲突，法律人在应对处理这些问题的过程

中逐渐创造了这些法律新领域，他们必须考虑那些促成

和影响这些新领域的种种变量，不大可能依靠传统部门

法教义来回应。

○ 社科法学要继续发展肯定要和部门法结合，而且

最好的一种情况就是部门法学中有一部分人会自觉运用

社会科学的方法。但是最大的困难在于，部门法学者的

研究有时会刻意强调法教义学，甚至一定程度上排斥社

科法学的解释。

● 这是法学研究的问题，但不是研究者的问题。你

把自己的研究做好，能站得住，后面自然会有人接着来

做这件事。而且，不必太关心其他学者研究什么问题。

要关心社会如何理解某些问题。也要关心律师和法官他

们关心什么样的问题。律师和法官有时看上去喜欢教义

学，但他真正做决策时都是后果分析，会考量各种各样

的社会因素；他们死磕教义时，也不是因为他们认为教

义对，而是教义在那种情况下对他们最有用。但是也要

有一定的教义学储备，因为许多教义的背后的道理其实

是社科的。当你看清楚教义背后的道理时，你就可能知

道教义的边界在哪里，什么时候应当坚持，什么时候可

以发展教义。教义只是一个好听一点的翻译，另一种翻

译就是教条。对教条的最好态度就是理解教条是如何发

生的，当你把这些都理解得比教条主义者都更清楚之

际，就超越了教条主义。但也别指望说服教义学者，因

为那是人家吃饭的家什。

○ 您一直非常重视法律的实证研究，并有很多基于

调查研究的作品。今天的一些实证研究在调研上下的功

夫不少，数据做得也很精细，但似乎在理论的提炼与创

造上却有很大不足。请问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 调研一定要有，问题一定要有意义，甚至要随时

能从调研中察觉新的更有意义的问题。这个意义就是要

同一个能有效解释某一现象的理论猜想联系在一起，否

则就没有意义。能让我感兴趣的不是一个事实，而是为

什么会有这个事实。下雨这个事实没有意思，重要的是

要解说为什么下雨。如果调研仅仅数下雨天，那就没意

思；如果调研统计了下雨的天数，也统计了下雨时，天

阴刮风的情况，那还是差得很远；如果能提出一个有关

天阴刮风下雨的说法，那就可能有意思了。当年我调查

发现有些地方家族势力影响司法，但家族势力是怎么来

的呢？传统说法是经济不发达，文化落后；但我发现，

在我调查的那些地方，恰恰是在经济相对发达的平原地

区，家族势力更强，真正大山区，几乎没有家族势力。

这就让我想不通，结果发现土地富饶和贫瘠程度会直接

影响家族的发生，土地富饶粮食产出，可以养活很多

人，人们也可以聚居，甚至为节省土地而聚居，这就容

易形成家族；山区，土地很少，也很贫瘠或干旱，养活

不了太多人，同样地域内只能养活不多的人，为节省耕

作路上的时间，人们就不得不散居，人们联系少，因此

家族就难以发生。这就有意思了。我还曾因此研究了为

什么青藏高原没有“不动产”，以及当地曾广泛实行

 “一妻多夫制”等问题。经验研究不是只要下去调查就

行了，不是下苦功的事，最需要的其实是脑子，要有问

题，有理论，然后才能有眼光，看得见别人看不见的东

西，才会有收获，才会有研究发现。哪怕假说或判断不

一定对，那也是有意思的。脑子是个好东西。

○ 除了法律与社会科学外，您还关注法律与文学这

一领域。您是如何进入这一领域的？

● 纯属偶然。年轻时，上大学前，除了理论兴趣

外，还喜欢读文学作品，小说诗歌。学法律之后，看不

出与文学有什么关系，因此就逐渐远离了。但 1993 年看了

 《秋菊打官司》电影后，觉得当时法律人对这部电影的

理解太成问题了，太工具化了，太法治意识形态了，错

过了电影故事中展现的法治复杂性，也把法治这个语词

或概念理想化了。因此我写了篇小文章，力求解说电影

中所展示的社会生活和法治的复杂性，甚至自我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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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引发了后来法学界对此类电影以及其他相关文

学作品的讨论。另一个推动我的模范是波斯纳的《法律

与文学》，让我理解了先前我读过的许多文学作品的背

后都可能有广义的法学理论问题，有些中国作品中，还

有典型的历史中国的法学理论问题，甚至还影响今天的

中国。这就导致我 2000 年前后，以元杂剧为材料，写了

 《法律与文学》，尽管这本书到 2006 年才出版。由于这些

戏剧的背景是古代中国，因此这本书也有法律史的意味。

○ 您在 2018 年出版的《大国宪制》，是您近些年来

研究的总结。这本书，在许多人看来，似乎意味着您的

研究从现实转向了历史。

● 文史哲不分家，历史一直在我的兴趣之列，不可

能单独分开。上面提到的《法律与文学》中就有历史关

注，关注的也是相对宏观的制度。《大国宪制》则是关

注，在我心目中，促成历史中国发生发展的那些最基本

的制度，这些制度也就是宪制。其实在中文中被译作宪

法、宪制的那个西文词（Constitution），也就是这个含

义，不付诸文字，但先于文字，并且也不是某一次会议

定下来的，而是针对具体问题甚至具体实践采取的，有

些是精密策划盘算的结果，但有些可能只是临时的，但

只要有效果，解决问题，那就坚持下来了，就萧规曹

随，遵循先例，不折腾了。典型如英国，至今没有一部

系统的成文宪法，但对促成英国发生并确定的那些最重

要的制度，法律人、政治学人和历史学家是有基本共识

的。即便今天有成文宪法的国家，如美国，其宪制也并

非仅仅是 1787 年宪法，甚至还不仅包括后来的宪法修正

案，也包括其他一些制度，典型的如在历史中慢慢发生

和定型的政党选举制度，政党分赃制，以及到 19 世纪末

才确定下来的文官制度。没有这些制度，说实话，今天

美国的国家政治治理就不可能。但是，在美国宪法文本

中看不到这些内容。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我没什么创

新，只是用促成中国构成的角度去看中国古代的某些制

度，筛选那些我认为最重要的制度，然后把这些对中国

制度构成、国家构成、民族构成和文明构成等重要的制

度的关系写出来。大家都知道这些制度很重要，只是法

学界没人像我这样系统地去写出来。

正是基于对宪制的这一理解，我试图从促成历史中

国发生发展的角度来理解和阐述早已为中国人熟知的那

些重要制度，什么样的重大事件需要这类制度，哪些因

素促成了这个制度或这个制度的发展演变，以及有时还

要解说一下，为什么外国没有而中国有，或外国有中国

没有，某个或某些制度等等。虽然分析的是历史中国的

一些制度，但这不是一本历史书，而是一本关注制度功

能的书，属于社会科学的书。

为什么从这个角度切入，因为这个问题对当代中国

很重要，人们对自己身边的事包括制度太多时候是“日

用而不知”的；如果没写在书里，没贴什么文字标签，

一些人，包括学人，就会以为缺失了什么。我希望改变

这种状况，关心我们历史上的和我们今天身边的实际在

起作用的制度，不但关心，而且能察觉、理解并能用生

动的学术语言来有效阐述这些制度。

○ 您是一名法学学者，促使您去写这么大一个著

作，去用理论分析中国历史，中国为什么形成这样一个

问题，您是不是有法学的出发点？比如说，我们过去对

宪法的理解太狭窄了，只看到宪法后面一个问题，其实

没有看到在成立宪法之前，我们今天讲的人权保障之

前，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往往是法学的学

者不太去关注的问题。

● 其实这是中国法学学者普遍存在的问题，因为今

天中国的法学学者大部分是学生出身，就算是有过一定

社会经验，也都是从和平年代出来的，不懂得国家究竟

是怎么样的，对世界理解是善良的，总觉得人多了，大

家都同意就行了，但真实世界不是那样的。但我觉得我

们可能还会犯很多次这种错误。人很难真的记住历史，

被记住的往往是故事。

○ 在《大国宪制》中您讨论的是历史中国，我看到

您在最近的讲座中也在讲革命、建设与现代中国的构

建，想问一下您接下来的研究方向是什么？会是近代中

国的问题么？

● 19 世纪中期之后，中国就面临三千年未见之大变

局，今天看就是，如果中国文明还要想继续存在，就必

须从传统农耕文明转向现代的城市工商文明。由于这要

求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全面变革，这一定是中国的

现 代 再 造 ， 首 先 是 革 命 ， revolution， 然 后 是 建 设 ，

construction， 但 从 制 度 上 看 ， 这 两 者 的 结 合 就 是 re-

constitution。这确实在我的研究计划中，但也觉得自己未

必有能力把握。因此，我现在不敢说什么，只能走着

看，边走边看。这也可以算是另一种“‘高山仰止，景

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

○ 我们今天试图讲好中国故事，这一方面要努力发

现真正的中国经验，但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借助社会科学

的或有些西式的语言将其表达出来，甚至有时候为了可

交流的表达不得不牺牲一些内容的丰富性，您如何看待

这种内在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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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可避免。但有得有失。这个问题其实从来都

有。这就是孔子说的“损益”。如果看重所谓的原汁原

味，那么无论“损”还是“益”都很糟。但问题是，真

的有原汁原味吗？谁的标准？而且原汁原味真的好吗？

人可以尊重历史，却没有遵循历史的义务。在我看来，

无论“损”还是“益”，都是创造，都展示了新的可

能。创造未必就好，但不创造，就“可得永年”？我其

实更关心后果，但好后果不是通过斟酌本身就能获得

的，一定要通过行动或事件。但不探索，不努力，没有

包括失败的努力，怎么会有新的可能性呢？

○ 可能放在一个大的学术市场里面来说，其实没有

什么问题。您可能在这个方面有偏差，但是别人在这个

偏差中却有新的创造。

● 我们还有一个问题，老是觉得我们一定要把过去

的真相搞清楚。其实我不太同意，因为我们关心过去都

是某种程度上的关心，主要是因为关心未来才关心过

去。但是作为整个人类来说，历史起着这种功能，即探

索过去，才能面对未来。

○ 可能大家更关心的还是您能带给我什么知识？比

如说《大国宪制》，放在很多法律史人看来，历史跨度

太大，细节太模糊了。

● 很多地方是错的都有可能，我自己也知道。但没

法子，若没有一个基本框架，是没法重新说事的。

○ 对中国传统的社会科学的表达，比如说我们说叙

事方式也有很多种。有的学者认为既然是讲中国故事，

就应该用中国的表达方式。比如说他们觉得中国古人的

表达方式就是讲一个故事，很简短的道理去表达丰富的

思想。

● 以前在其他文章里我就讲过读者的问题，在最近

一篇关于讲好中国故事的演讲中，我就写了一段，就说

古人讲中国故事的时候，基本上是对一个非常聪明的人

在讲，不聪明的人根本不讲。孔子讲诲人不倦，我想了

想，我是不是做到诲人不倦了？孔子实际上没有做到，

孔子讲了，凡是不能举一反三的我就不教了。可以看

到，孔子作为老师实际上是一个非常苛刻的人，为什

么？他觉得知识要教给非常聪明的人，但能举一反三的

人太少了，大部分人举一反一就不错了。很多人经常看

你讲话的时候，根本不知道你在讲什么东西，把你翻译

成另外一种意思。因此，古人写的东西非常精练，让你

能琢磨，我们今天不是。我觉得我选择这种方式写，恰

恰是考虑到这个因素。而且，我也不觉得必须以某种方

式写，每个人可以选择他自己认为合适和有效的方式来

展开。

 （责任编辑：天 竞  编辑：王 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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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i” and “Yang” in Marine Knowledge of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HUANG Chunyan

Abstract:   With  the  unprecedented  development  of  navigation  practice,  the  knowledge  framework

that “Tianxia” (“天下” ,  world) consists  of “ Jiuzhou” (“九州” ,  land) - “Sihai” (“四海” ,  four  oceans) was

gradually  broken and forgotten by  navigation practice  in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The marine  geospatial

cognition  changed  from abstract “Hai” (“海” ) to  concrete “Yang” (“洋” ). “Hai”  was  divided  and  named

different “ Yang”  in  various  ways.  Division  and  naming  of  these “ Yang”  were  still  regional  knowledge.

However,  knowledge  of “ Yang”  generated  in  navigation  practice,  which  laid  a  logical  foundation  for

different dynasties and countries to form common marine knowledge and concept. In the process of China

accepting  and  integrating  into  common  marine  knowledge  and  concept  of  the  world,  the  unprecedented

development of ocean practice in the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opened a turning stage.

Key words: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Hai” “Yang”, marine knowledge, tran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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